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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化模式”及其官制“舆情”走向
卓南生　杜海怀
摘　要：２０１８年是日本“明治维新１５０周年”。相对于“明治维新百年祭”（１９６８年）日
本政府的高调庆祝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大型“演出”，今年的日本官方显得格外低调。但在
这种低调的表象下实际上隐藏着日本当局紧锣密鼓的修宪路线。回顾半个世纪前日本当
局主导“明治维新百年祭”的背景与论争，以及当时佐藤内阁对“反战阵营”采取的长期分化
策略发现，今日“日本近代化模式成功论”的死灰复燃事出有因。日本政府有通过鼓吹“日
本近代化模式”的成功来侧面肯定日本近代史，包括其侵略亚洲的轨迹的用心。日本某些
学界人士对“ＡＢＣＤ包围圈论”“近代超克论”在内的战前理论的重新包装与提倡、再生产、
甚至于“出口转内销”的现象，揭露了“亚细亚主义”的真相与遗毒，昭示任何源自东京的“亚
细亚主义”其本质都离不开“日本乃亚洲盟主”的结论框架。只要日本人不放弃二战前的史
观，日本与亚洲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的差距与其说在缩小，不如说正在日益扩大。当前日
本政府存在低调中不低调的政治日程与“舆情”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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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操纵舆论的手法一向娴熟，正如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当选首相之前接受一家日本刊
物采访时所言，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日本人都倾向于对日本政府的盲从。二战前，日本人民盲从政
府的是政府国定的教科书，而在战后取而代之的就是大众媒体。［１］“划一性”①“煽情性”“集中豪雨
式”的日本媒体报道方式使日本官方牢牢地控制住了社会舆情的走向。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成功地走上了军事、经济强国的道路。对此，我们经常会听到类似于“日
本能为什么中国不能”的疑问。这个问题的弦外之音是日本近代化成功了，为什么中国不能成功？
是不是中国哪方面出了问题？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本文着重探讨二战以来“日本近代化模式”的提倡
与日本官制“舆情”②密不可分的关系，并进而分析其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启示。
一、“国论二分”下的“明治维新百年祭”（１９６８年）
要解读上述问题，首先得注意这些议题设定背后的潜在意识与逻辑，即大前提是先肯定日本“近
代化”是成功的。那么，日本的“近代化”是否真的成功了呢？其成功的代价又是什么？中国和亚洲
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重走日本明治维新当年“近代化”模式的道路？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半世
纪前（即明治维新百年纪念）的日本国内曾热烈讨论过。
（一）回顾“明治维新百年祭”
２０１８年是“明治维新１５０周年”，与５０年前的“明治维新百年祭”相比，日本各界的反应显然不那
①
②
“划一性”即统一口径。日本传媒迄今仍保持着“划一性”的特征，主要源自明治帝国国会成立初期“记者俱乐部”的成立。二战
后，美式民主改革虽冀图将日式“记者俱乐部”改为“亲睦团体”的欧美俱乐部，但未奏效。排他性、封闭性甚强的日式“记者俱乐部”
迄今仍然是官方操纵舆情最有力的工具。
日本官制“舆情”：即指日本官方诱导下的社会舆论走向。
么热衷。１９６８年“明治维新百年祭”的时候，在官方的引导下，日本官民一体举国欢庆。时任首相佐
藤荣作于１９６６年成立了“明治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该委员会由首相亲自主持，委员包括内阁阁僚
２０人，各界的团体代表２５人。此外，还有“学识经验者”，即知识分子、著名文化人（包括前东大校
长、哲学家、文学家）等４２人参加。由如此浩大的委员会阵容可知，当时的“明治维新百年祭”是轰轰
烈烈的。
之所以出现如此盛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的关系。１９６８年是所谓的“国论二分”的时代。
“国论”是指国家的“进路”“国家的走向”。对于当时日本该何去何从，日本国内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看
法。简言之，就是舆论一分为二，一边“支持《日美安保条约》”，一边“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支持方
坚持与美国结成军事联盟，是潜在的“修宪派”（尽管当时提出修改宪法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内心想要
修改宪法者大有其人）。反对势力是所谓的“护宪派”，他们认为《日美安保条约》是将战后的日本人
的一切都交给了美国，让日本捆绑上美国的战车。以执政党自民党和最大反对党社会党为代表的这
两股势力针锋相对。当时，反对安保条约，拥护和平宪法的反战势力非常强大。他们高喊着：“别把
子女送上战场”“好男不当兵”等口号，所以自卫队每年招募队员都一直无法招满。由防卫厅直辖的
“防卫大学校”在当时也不被教育界认可。正如三岛由纪夫所言：“自卫队就像私生子一样，不受社会
的认可。”［２］最终三岛由纪夫对政局的发展感到恐惧与悲观，采取切腹自杀的方式，“以死谏国”［３］。
那时不管是校园内或者大街上，随处可见头戴钢盔、手持“格·瓦拉棒”的学生大跳蛇舞、与警察武斗
的身影，许多民众也积极参加示威游行和反战集会。
（二）佐藤荣作政权面对的困境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战潮的冲击下，佐藤荣作政权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扭转舆情以及分化声势浩
大的反战力量。当时，反战阵营主要有三股力量：其一是坚定果断的“反战人士”，其二是讨厌战争的
“厌战人士”，其三是害怕战争的“恐战分子”。坚定反对侵略战争的“反战分子”不容易教化，但这部
分人员为数不多。毕竟，二战后的日本并不是经过彻底反思而重新走上和平的道路的。反战阵营中
人数更多的是“厌战人士”（因为战争没有带来好处，战争让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和“恐战人士”
（许多人害怕战争，特别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的悲剧，更令不少日本人“谈战色变”“谈核色
变”）。日本政府当时便致力于改变大部分人的“厌战”和“恐战”的情绪，从而分化反战的阵营。
（三）日本当局采取的长期对策———教科书与大众传媒
日本当局要分化这三股反战势力，最有效的长期对策是通过篡改教科书的内容，让教科书去说
服这些“厌战”“恐战”分子。长达３５年的家永三郎“日本史教科书诉讼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
生的。与此同时，另一手法是操纵大众传媒，渲染复古情调和提倡战前的精神［３］。
不仅如此，为了营造“舆情”，日本政府还策划了大型“演出”。具体而言，就是１９６４年的“东京奥
运会”、１９６８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和１９７０年的“大阪万国博览会”。这三项“大型演出”实际上都
旨在推动舆论。从表面上看，１９６８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要比“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万国博览会”
的规模小，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后两场活动毕竟都是一时性的，而“明治维新百年祭”却能将官方
的史观渗透到每个阶层。如前所述，当时，日本内阁网罗了各界名流，成立了“明治百年纪念筹备委
员会”，谋求和策划分化反战阵营的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有四：一是为了重新叙述历史，歌颂明治维
新的光明面，让日本民众走出战争的阴影；二是带回“民族的荣光与信心”；三是激发日本民众的“爱
国情绪”，炫耀日本的“国威”；四是为了转移国民的视线，企图让国民不要老记住美日安保（ＡＭＰＯ），
最好是多思考万国博览会（ＥＸＰＯ），让１９７０年成为ＥＸＰＯ年而不是ＡＭＰＯ年①。
二、“明治维新百年祭”引发的大论争
“明治维新百年祭”的时候，日本知识界对日本明治维新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有两种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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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较早前时任外长三木武夫所说的，１９７０年不是安保（ＡＭＰＯ）年，而是万国博（ＥＸＰＯ）年。
的观点。可惜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知识界对“明治维新百年祭”引发的这场大
论争缺乏临场感，甚少有人论之。
（一）对明治维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从结果来看，日本官方在这场论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但当时的论争是非常激烈的。“明治维新
百年祭”的策划者和支持者认为：英明的明治圣贤引领日本走上近代化国家的道路，促使日本成为亚
洲唯一的工业强国，且拥有海外殖民地。与此相反，不少日本开明人士，尤其是史学界，都负面评价
日本自明治维新百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他们认为明治以西方列强为范本，奉行“富国强兵”“弱肉强
食”的政策，是日本迈向军国主义的起点，也是日本人民蒙受战争灾难的源头。简言之，日本之所以
走上后来的大东亚战争是与当时的所谓“先贤”的决策密不可分的。为此，明治诸多所谓“先贤”“军
神”在战败后纷纷遭到强烈批判，并从教科书中消失（但现在又有了复活的迹象）。
（二）明治维新后的对外膨胀野心与侵略
反对“明治维新百年祭”的学者认为，明治维新后的历史就是一部日本对外膨胀和对亚洲国家侵
略的历史。他们对当时所谓的明治“先贤”做出的各项国策选择进行了尖锐批判。具体而言，这些国
策有：明治维新之后，仅六年的时间（１８７３年），西乡隆盛就提出了“征韩论”；１８７４年日本又以“牡丹
社事件”为借口，出兵中国台湾；１８７９年消灭琉球国，设置冲绳县；１８８２年颁布军人敕谕；１８９０年颁
布教育敕语；１８９０年山县有朋发表“外交政略论”，主张保护“主权线（边境线、国境线）”和“利益线”
（日本当局后来高嚷的“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其实就是此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路线的延伸与发展，这
样的“地政学”观也反映在战后日本保守界人士将印尼视为“战后的满洲”的言行上［４］）；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日本对清朝发动了甲午战争；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爆发。
在“明治维新百年祭”的反对派看来，盲目歌颂明治“先贤”的功绩及其道路的选择，无疑意味着
日本并未吸取历史的惨痛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当时日本的对外膨胀路线是在“国益论”“国威论”的
引导下，以牺牲亚洲邻国的利益为依归的侵略路线。亦即，日本的近代化路线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外
侵略的基础之上的。
（三）歌颂明治维新的最大理论依据———“近代化成功论”
甲午战争本质上是侵略战争，这点在国际上已普遍达成共识。但迄今还有不少日本人的认识仍
然停留在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刚发生时的阶段。他们先把日本定位为“文明”的近代化国家，而
中国则被定位为“野蛮的”“未开化的”国家。于是乎，文明的国家攻打野蛮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义
战”。
“义战”论源自欧美帝国主义的“白色人种负荷论”。欧美帝国主义者认为“白种人有义务解放有
色人种”。其逻辑是“文明国”讨伐“野蛮国”是天经地义的事。依据这一理论，甲午战争时被定位为
“开化之国———日本”攻打“因循陋习之国———清国”，是对后者的启蒙和教化。［５］只要日本国民接受
如此这般的逻辑，日本官民便可上下一心毫无罪恶感地对清国发动战争。这样一种“近代化一切论”
在近年来颇为畅销的蒋廷黻①的《中国近代史》中也可寻见其踪影。这本１９３８年出版的《中国近代
史》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即“近代化”的实现极端重要，只要实现“近代化”就是好国家。诚然，２０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就是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从此角度分析，这本书固然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倘若不计手段，将“近代化”视为“一切”，就未必是正道。所以，对此必须保持
高度警惕。
（四）日媒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的反应
所谓“三国干涉”，是指当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在俄、德、法三国的逼迫
下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的事件。得闻这一消息，当时积极鼓吹这场战争的《国民新闻》的老板德富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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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蒋廷黻（１８９５—１９６５），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外交家。１９３５年，蒋廷黻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弃学从政，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
长，１９４５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１９６１年任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
峰亲自到前线采访，甚至亲笔书写战地报道。在德富苏峰眼中，将通过武力方式赢得的土地再亲手
奉还中国，这是日本的一大耻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痛惜的心情是“欲哭无泪”。为了铭记此
耻辱与土地，他在离开旅顺的时候，亲手用手帕将当地的泥土包回日本，暗示着日本有朝一日必将夺
回这得而复失的果实。日本所谓的优秀的报人对这场侵略战争的支持程度由此可窥一斑。
另外，还有一份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报刊———《日本》，在其专栏中针对这一事件刊登了一篇标题
为《卧薪尝胆》的文章，其野心更是昭然若揭。日本媒体诸如此类的行为已经远超所谓的“爱国主义”
或“民族主义”，是明明白白的“侵略主义”，或者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１８９５年作为甲午战争的战
败赔偿，中国台湾被割让给了日本，日本媒体无不对此欢呼。在１９０１年日本的天长节（１１月３日，即
明治天皇的生日），《日本》更迫不及待地在其版头页上刊登出将中国台湾纳入日本版图的新日本地
图来。①［６］
（五）“日本近代化成功论”的背后
在“明治维新百年祭”的论争中，谁也不能忽视一位大肆鼓吹“日本近代化成功论”的专家———美
国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所长，也是美国前驻日大使赖肖尔（Ｅ．Ｏ．Ｒｅｉｓｃｈａｕｅｒ）②的存在与影响。赖肖尔
对日本的“近代化”给予了正面的评价，他认为日本人应该为“近代化的成功”而感到骄傲，因为“日本
是唯一以自力发展经济而成功的非西洋国家”。但是，身兼外交官的史学家赖肖尔并不是站在客观
的历史角度来谈日本的“近代化模式”的。历史的真相是日本的“近代化”过程并非赖肖尔所言的“自
力发展”“外援皆无”，相反，日本是靠侵略起家的，是依靠侵略邻国来获取成功的。正如早年留学日
本，致力于日本政治史研究的台湾大学许介鳞教授指出的：“对日本的近代化给予‘无偿援助’的，就
是韩国和中国等亚洲国家”。［７］
赖肖尔还认为“日本迅速达成产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后进国的指南”。这里的“后进
国”是指东南亚各国，暗指日本将成为东南亚各国的老大哥。若是在战前，赖肖尔势必不会提出如此
观点，因为彼时太平洋战争，日本偷袭珍珠港，美日双方是敌对国的关系。但是，到了战后，在美国冷
战的战略下，美日缔结“军事同盟”性质的“美日安保条约”，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最忠实的小伙伴。
作为美国的外交官，赖肖尔的发言显然另有他意。事实上，日本经济在战后之所以么快就复苏，依靠
的就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特需。
赖肖尔为了取悦日本，还刻意对德川时代的日本封建制给予肯定的评价，他对日本的吹捧鼓舞
了不少日本的保守人士。毕竟，日本从美国占领军“白脸天皇”麦克阿瑟口中的“第四等国”，到美国
驻日大使赖肖尔的称誉为“近代化优等生”，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便
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诞生的。
彼时日本国内正处于反战情绪的顶峰，关于“近代化模式”的论争也十分激烈，赖肖尔等人“日本
近代化成功论”的言论很快引起各界开明人士的批判。对此，前述台湾大学许介鳞教授在其著作中
便一针见血地指出：
“‘为什么日本能够这么快速达成现代化，而中国却远远地无法步入现代化轨道？’如果从美国学
者‘现代化’这种价值观看来，日本近代史包括侵略亚洲的轨迹，正是可以被肯定的了。”［６］
许介鳞教授对外交官兼学者的赖肖尔这种不分黑白是非的“近代化一切论”的观点进行了深刻
的批判，其弦外之意是这种观点无异于提倡“侵略有理”。许教授的批判，对于时下有人高唱“日本
能，为何中国不能”的曲调，显然值得高度重视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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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外交史专家三谷太一郎查阅的报纸原件显示，明治３４年（１９０１年）１１月２日，《日本》的版头页上的日本地图还没有纳
入“台湾”，而１１月３日（明治天皇的生日）的同版位置，已将“台湾”纳入日本版图。
赖肖尔（Ｅ．Ｏ．Ｒｅｉｓｃｈａｕｅｒ，１９１０—１９９０年），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１９６１—１９６６年任美国驻日大使，１９６６年辞职返回哈佛大学
任教。
三、日本战败后的反思
“日本的近代化模式”是否值得提倡，应该如何正确对待？不妨参考以下几个日本著名知识分子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反应。
（一）“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为何得到热捧
首先是司马辽太郎的看法。谈起司马辽太郎，很多人便会联想到李登辉。李登辉之所以公开发
表其“台独”的主张是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之后，是司马辽太郎勾起了李登辉对“皇民时代”的缅怀。
司马辽太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家，他是一名历史小说家。不少日本史学家指出其作品不乏
虚构。在“反战”“厌战”“恐战”占主流的时代里，日本民众缺失民族自信心。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
《明治的国家》《坂上之云》等在战后之所以受到热捧，成为日本的“国民作家”，主要是他鼓舞了不少
日本人，找回了民族的“荣光”。他的作品反复得到了日本主流报纸、杂志的连载和日本电视的播映。
这些历史小说的特点是将历史剥开为两部分。他把“昭和史”定位为“黑暗的年代”；而将涵盖了甲午
战争、日俄战争的“明治史”定位为“光明的年代”。言下之意是，日本是在后来才走歪路的，初期其实
是正面的，必须予以肯定。司马辽太郎甚至还强调，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是日本被迫而战的“祖国保
卫战”，是“自卫之战”。［８］
司马辽太郎的历史观（日人称之为“司马辽太郎史观”），背后潜藏着日本保守派一个极为远大的
战略。日本当局明白，想要一次到位否定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不现实的，只能依靠分段的手法。我们
搞学术研究不仅要细心辩证分析，更要留意总体的“整合性”，否则很容易落入各种假象和陷阱。明
治、大正、昭和三个年代原本是连贯的一段历史，是互为因果的。然而，司马却试图将这三个年代进
行切割，认为日俄战争之前的日本是“光明的”，“正面的”。战后，许多外国留学生到日本以后，也被
日本某些学界人士成功洗脑了，认为日俄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是两个大国之战。甲午战争也
是日本与清国，两个帝国之间的战争，据此来否定两场战争的侵略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这两场
战争的战地都发生在中国，而非日本，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总之，司马辽太郎通过“重新书写”历史，“漂白”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侵略性，在一定程度上
唤起日本人狭隘的“民族自信心”。
（二）竹内好对“大东亚圣战”的礼赞
竹内好是“亚细亚主义”的研究者，也是赞美者。竹内好具有复杂的多面性，他是中国问题专家
和研究鲁迅的学者。在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竹内好还是个积极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知名人士，被誉
为“开明派”“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然而，竹内好本人也是一位“亚细亚主义者”，他不认可日本对中
国的战争，因为他认为这是亚洲人对亚洲的战争。但他对日本侵略东南亚，却持不同的态度。１９４１
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同时攻打到马来半岛、香港等地方。竹内好十分兴奋和激动，写了一
篇臭名昭彰的文章———《大东亚战争与吾等之决议》，引起了战后日本学界的批判。如果说战争期
间，他支持日本向白种人宣战这点还“情有可原”的话，到了战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性质愈加明朗
化了，作为一个反对“美日安保条约”，以“开明人士”的姿态出现的知识分子本应收回这篇文章，或者
承认这篇文章的错误才对。但是，竹内好坚持不收回，甚至为自己辩护，认为这篇文章具有其合理性
和正当性。１９９４年，时任日本通产大臣的桥本龙太郎在国会上曾经公开表明，日本侵略中国是侵
略，也承认日本殖民统治了朝鲜。但对日本攻打东南亚各国的战争是不是侵略的问题，他表示十分
“微妙”。桥本龙太郎这样一种“东南亚侵略战争微妙论”与竹内好的思维和逻辑可以说是如出一辙
的。桥本当时的这番讲话引起日本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响，但是这样一种“东南亚侵略战争微妙论”
的观点当时却得到了时任首相村山富市的认可和掩护，最后无疾而终。
四、战前理论的重新包装和再生产
１９６８年“明治维新百年祭”引发的论争是日本国内旗鼓相当的两股力量之间的抗衡。如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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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维新百年祭”后日本又走过了５０年的历程，当年的论争并没有解决，依旧留下许多残留问题。战
前诸多理论现在又经过日本官方的鼓吹和一部分保守派文人的响应之后重新包装和再生产，并对亚
洲邻国展开了新的攻势。
（一）“ＡＢＣＤ包围圈论”“部分有功论”
战前日本当局为发动战争，炮制了所谓的“ＡＢＣＤ包围圈论”，Ａ是美国（Ａｍｅｒｉｃａ）、Ｂ是英国
（Ｂｒｉｔａｉｎ）、Ｃ是中国（Ｃｈｉｎａ）、Ｄ是荷兰（Ｄｕｔｃｈ）。亦即日本是在 Ａ、Ｂ、Ｃ、Ｄ四国的孤立和包围下被迫
开战的。而这样的论调在战后始终未退出日本论坛。［２］
另外，以退为进是日本官方与保守人士在论述战争问题时的惯技。翻开战后史，不难发现他们
在面对“舆情”不利时，总会在口头上先承认错误，之后便会提出诸如“难道日本是一无是处的吗”“明
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全都不好吗”等等问题。这样，“部分有功论”便应运而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有个
别日本新左翼活动家提出，东南亚国家后来之所以独立是多亏了日本先打先锋，赶走了白种人才实
现的。像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从“全面否定”到“部分有功”，再到全面为侵略正名的动向，是值得人
们注意的。
（二）为“近代的超克”翻案
近年来，常可听到有人谈论“近代的超克”①［９］问题。“近代的超克”一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日本
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期。彼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官方提出了“打到鬼畜美英”的口号。以“富
国强兵”为国策的明治维新百年来的目标就是要“追越欧美、赶超欧美”。不仅要学习“西学”，更要超
越“西学”。“近代的超克”实际上是一个具有煽动性的口号。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日本官方
提出要打倒白种人的目标，这需要依靠御用文人的舆论宣传来助阵。日本当时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
刊物便策划了一些专题，邀来了一些知名文人搞“座谈会”，这些文人不少是哲学或文学出身，他们所
谓的论谈“近代的超克”得十分暧昧和模糊。但是“近代的超克”这个词却作为产物遗留了下来。这
个概念的提出目的是帮助日本当局用理论、用学理来包装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使其“合理化”，旨在
说明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在向西方、西学挑战，其目的是要跨越西方。
日本战败之后，许多文人一提到“近代的超克”这一敏感话题都觉得是个羞耻的话题，不愿多谈。
即便是那些当年参与“近代的超克”论谈的文人战后也都不想再触及这一话题。而竹内好却偏偏要
重提这一敏感话题，并认为应该对其重新评价和解读。在反战呼声很高的那个年代，许多人对竹内
好的这一提法不以为然②［１０］，所以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就不了了之。
但在日本迈向“总保守化”［１１］的时刻，“近代的超克”似乎有死灰复燃的征兆，其特征之一是此类
思潮还蔓延到海外学术界。日本有个别自由派学者表示这原本是个敏感的话题，但既然连受害国也
有学者正面提及这个话题，日本就没有什么可以顾忌了。于是乎，“近代的超克”再次流传。经过重
新解读、输往外国之后，据说有些人想当然地就将其用“反对欧美霸权”的哲理来理解，这显然是“美
丽的误会”。不仅如此，“近代的超克”还成功地实现了“出口转内销”的转型，经过海外学界的解读和
翻译后再重新传到日本，并且影响了日本国内的部分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三）“亚细亚主义”布设的诱惑与陷阱
所谓“亚细亚主义”，对于日本人来说，原本就是一个无法说清楚，但却容易诱人堕入“大国梦”的
圈套和陷阱。［１２］为此，我们对于“亚细亚主义”不能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应该明确以下三点：
第一，任何源自东京的“亚细亚主义”其本质都离不开“日本乃亚洲盟主”这样的结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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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广辞苑》与《明镜国语辞典》的解释，“超克”一词是“克服”与“超越”的意思。针对“近代的超克”这一用语，学界最常引用的
说法是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一文。根据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一书的解释，广义的“近代的超克”，是一个操控了战争时期日本知
识人的流行语，“近代的超克”与“大东亚战争”结为一体，发挥了一种象征符号的功能。它缠绕着战争与法西斯主义的记忆，容易唤
起复杂的反应。狭义的“近代的超克”，指杂志《文学界》１９４２年（昭和十七年）９、１０月所载学术讨论会纪要。“近代的超克”一词因这
次座谈会而流行起来，成为一个象征符号。
京都大学井上清教授就直接点名予以批判。
第二，日本国内无论是“亲美派（美国重视派）”还是“亲亚派（亚洲重视派）”的论争，其本质都是
“日本重视派”。
第三，留意“大东亚理念”的遗毒。只要日本人不放弃战前的史观，日本与亚洲对历史的认识与
评价的差距与其说在缩小，不如说正在日益扩大。
五、结语
相比“明治维新百年祭”日本举国上下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今年的“明治维新１５０周年”纪念活
动似乎显得低调。之所以如此，与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５０年前日本官方之所以要高调纪念明治维新是出于软化日本国民反战情绪的动机。但当
今的安倍政权已经不需依靠“明治维新１５０年祭”营造“舆情”。最明显的例子是，原本隐隐约约不敢
公开提出的包括“ＡＢＣＤ包围圈论”“近代的超克论”等侵略有理的理论不仅不再是禁区，甚至还被重
新包装与“出口转内销”。
与此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歌颂明治维新的日本当局和保守人士而言，他们梦寐以求的“修
宪大业”即将大功告成。届时，师从“先贤”路线的当局再向“先贤”们献上其修改好的新宪法作为最
大的祭品，隆重纪念一番也为时不晚。
概言之，日本“明治维新１５０周年纪念”表面上的不高调，其实是与日本官方的高调修宪筹备互
为表里，相互呼应的。
（注：本文系杜海怀根据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８日卓南生教授在“厦大新闻茶座”主题汇报记录重撰而
成，并负主要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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